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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升高导致的气候变暖已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水圈生态系统

既是全球最为重要的碳汇之一，也是全球最为重要的甲烷自然排放源。因此，阐明气候变暖背景下水圈

甲烷排放格局及其相关微生物调控机制，是认识未来地球气候系统演变机理、预测未来全球变化潜在情

景的关键命题，也将为如何高效发挥水圈碳汇潜力提供基础理论支撑，更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本

文主要综述了气候变暖背景下主要水圈生态系统中微生物介导的甲烷排放研究的现状与趋势，介绍了水

圈甲烷排放格局及其气候变暖背景下的演变趋势，回顾了气候变暖对甲烷代谢相关微生物群落与功能的

复杂调控作用。基于目前的研究现状，未来亟需通过微观机制与宏观过程相结合的途径，并基于生态系

统复杂性和气候变暖长期性开展相关研究。同时，建议应加强对海洋等相对薄弱区域的研究。 

关键词：气候变暖，水圈，甲烷，微生物 

 

甲烷是重要的温室气体之一，在百年尺度上

的增温潜势为二氧化碳的 28 倍，约占整个温室气

体贡献量的 15%[1–2]。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加剧，

大气中的甲烷浓度已从工业革命前的 0.7 mmol/mol

陡增到超过 1.8 mmol/mol，上升速度是近 20 年中

最为迅猛的时候，这极大地抵消了国际社会对减

缓气候变化作出的积极努力[1–2]。湿地、淡水系统

(如湖泊、河流等)、冻土与海洋等水圈生态系统是

甲烷最为主要的自然排放源，也是甲烷代谢微生

物最为主要的栖息地[3]。因此，阐明水圈生态系统

中甲烷排放格局与相关微生物学过程是准确预测

未来地球气候系统变化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气候变暖已被证实可潜在增加水圈生态系统

的甲烷排放，甲烷排放的增加反之将进一步加剧

气候变暖，如同“潘多拉的魔盒”般打开了水圈甲

烷排放与气候变暖间的正反馈效应[3–4]。水圈甲烷

排放的强度主要受到产甲烷菌和甲烷氧化菌的双

重影响，同时还受到气泡、扩散和植物传输三种

途径对甲烷释放的调控作用[3]。尽管在实验室中微

生物的生长与代谢跟温度的关系被广泛认知与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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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量，但在复杂自然界中微生物对气候变暖的响

应与反馈研究仍存在诸多问题和争议[3–4]。整体而

言，气候变暖对甲烷代谢微生物群落结构与功能的

影响主要分为两大类(图 1)。(1) 直接影响——气候

变暖直接改变生境温度，影响微生物的生长与代谢

活性；(2) 间接影响——气候变暖通过改变植物(浮

游生物)多样性与生产力(即微生物生长基质的数量

与质量)、水文条件、pH、沉积物质地等环境因子

间接调控微生物的生长与代谢[4–5]。水圈生态系统

中参与甲烷代谢的微生物本身具有高度的复杂性

和多样性，又受到气候变暖影响下众多环境因子变

化的共同调控，导致我们对未来气候变化背景下水

圈甲烷排放的预测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6]。 

本文综述了气候变暖背景下湿地、淡水系统、

冻土与海洋等主要水圈生态系统中微生物介导甲

烷排放的现状与趋势。首先，本文立足于水圈元

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宏观机制与生态效应，介

绍了这些水圈生态系统中甲烷排放量及其气候变

暖背景下的演变趋势，探讨了水圈微生物介导的

甲烷代谢对区域与全球尺度上碳收支的作用与未

来趋势。在此基础上，围绕微生物与环境因子间

的互作关系，从气候变暖对甲烷代谢途径影响以

及气候变暖的间接影响等几个方面，回顾了气候

变暖背景下水圈生态系统中介导甲烷循环相关微

生物群落结构与功能的研究，并建议了未来研究

的主要方向。 
 
 

 

 

 
图 1.  气候变暖对水圈甲烷代谢微生物的直接与间接影响以及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对气候变暖的反馈效应 

Figure 1.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climate warming on hydrospheric CH4 metabolic microorganisms and 
routes of feedbacks to climate warming through greenhouse gas prod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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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圈甲烷排放格局与未来趋势 

当前，全球甲烷排放总量为 567–884 Tg/year，

甲烷排放源可分为自然源与人为源[3,7]。包括湿地、

淡水系统、冻土与海洋等在内的水圈生态系统是

全球最为重要的甲烷排放源，占全球甲烷排放总

量的近一半[3,7]。 

1.1  湿地 

湿地指长久或暂时性沼泽地、湿原、泥炭地

或水域地带，带有或静止或流动的淡水、半咸水

或咸水水体，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 6 m 的海域[8]。

由于水圈湿地巨大的植物生产力以及通过水体输

入的大量外源碳，湿地以仅占 4%–6%的陆地面积，

储量了全球 20%–25%的土壤碳[9]。厌氧环境为湿

地甲烷排放创造了必要条件，在自然甲烷源中湿

地甲烷排放量最大，为 140–280 Tg/year[10–11]。同

时，全球尺度上湿地甲烷排放存在较强的空间异

质性，热带湿地、温带湿地与寒带湿地的排放量

分别约为湿地总量的 50%–60%、5%与 34%[12–13]。 

增温整体上会同时促进湿地产甲烷菌与甲烷

氧化菌的生长与代谢[14–15]。一项全球性的数据分

析研究表明，气候变暖对湿地甲烷排放的促进作

用比对二氧化碳排放更为强烈[16]。该研究表明，

当温度从 0 °C 升高到 30 °C 后湿地甲烷排放量增

加了 57 倍[16]，这可能是由于产甲烷菌较甲烷氧化

菌具有较高的温度敏感性所致[17]。这一发现挑战

了湿地产甲烷速率与甲烷氧化速率随增温而同步

增加的认识[15]。由于高纬度地区的未来气候变暖

趋势更为强烈，这将明显地促进寒带湿地的甲烷排

放量，形成甲烷排放与气候变暖的正反馈效应[18]。 

此外，气候变暖还可通过改变全球降雨格局

而影响湿地甲烷排放的另一关键因子，即水文条

件[18]。研究表明，气候变暖背景下未来平均降雨

量将有可能在目前干旱的中纬度地区与亚热带地

区减少，而在目前湿润的中纬度地区与高纬度地

区增强[19]。干旱季节的延长将降低湿地的水分含

量，从而抑制甲烷的排放；而降雨增加将提高湿

地面积与水位，促进湿地甲烷排放[20–21]。此外，

降水增加将提高有机碳向湿地剖面较深处的输

入，从而提高甲烷的生产[22]。 

尽管湿地已被确认为全球最大的自然甲烷

源，但评估气候变暖对甲烷排放及其在碳收支上

贡献的影响还任重道远。目前主要的挑战有：(1)

全球性的湿地甲烷排放长期跟踪监测体系亟待完

善；(2) 湿地甲烷排放及其相关微生物驱动机制对

气候变暖直接与间接的多重响应及其地理分异规

律还知之甚少；(3) 人类活动对于甲烷循环的叠加

影响尚不明晰。湿地作为全球最重要的高碳汇生

态系统类型之一，其保护、维持或恢复对于减缓

全球气候变化将起到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因此

提升对气候变暖背景下湿地甲烷排放机制的认识

将对科学地管理湿地起到积极作用。 

1.2  淡水系统 

全 球 淡 水 系 统 中 总 的 甲 烷 排 放 量 高 达    

100 Tg/year[23]。在河流中由水坝建设生成的人造

淡水系统，由于富营养化的普遍存在，大约有   

13 Tg/year 的甲烷排放量[23]。淡水系统的甲烷产生

主要是通过沉积物中微生物产甲烷作用实现的；

高浊度、低氧的淡水剖面也是甲烷重要来源[24–25]。

淡水系统产生的甲烷主要通过扩散作用排放到大

气中，也可通过植物通气组织进行释放[23]。然而，

地表水中的甲烷氧化途径(尤其是甲烷好氧氧化)

可以氧化掉大部分甲烷，在缓冲甲烷净排放中起

到关键作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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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暖将加速淡水系统的甲烷排放，特别

是在高纬度地区。据估计，北极淡水湖泊甲烷排

放量将从目前约 13 Tg/year 增加至本世纪末的   

28 Tg/year[27]。同时，气候变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

度影响北方地区一半以上的湖泊，导致水体温度

增加、富碳基质融化与分解、水体氧气浓度下降、

冰期时间减短，这均将促进甲烷排放。有研究估

计，到 2100 年，冰期的减短将提高 50%的寒带淡

水系统甲烷排放[28]。另一方面，气候变暖可通过

降低甲烷的溶解度来增加水体中甲烷气泡的形

成，导致大量的甲烷可以迅速绕过水体中好氧和

厌氧氧化层，加速释放到大气中[29]。 

如同湿地生态系统一样，气候变暖引起的全

球降雨格局变化也将影响淡水系统甲烷的排放，

但影响较为复杂。降雨以及冰融水的减少可延长

原有淡水的滞留时间，加剧单位面积水体富营养

化和缺氧，从而增加甲烷排放；然而，亚热带地

区由于气候变暖引起的降水量持续减少，可能导

致一些淡水系统面积减少或完全丧失，导致甲烷

排放的总体下降[30]。在富含有机质的淡水系统，

降雨可能会增强这些区域的甲烷排放[31]。 

1.3  冻土 

冻土是至少在 0 °C 以下连续 2 年，并含有冰

的各种土壤、沉积物与岩石[32]。冻土主要分布在

北半球的高海拔与高纬度地区，占北半球陆地面

积的约 24%。全球约有一半土壤碳汇储藏在冻土

中，相当于全球大气碳汇的 2 倍[33]。尽管当前冻

土还是微弱甲烷排放源，约为 1 Tg/year[7]，但气

候变暖背景下冻土可能成为重要的甲烷排放源，

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 

气候变暖对生态系统的增温效应在冻土区域

尤为明显。比如，极地生态系统变暖的速度比全

球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快。气候模型预测，极地生

态系统的年平均气温到 2100 年将上升 8 °C，而全

球平均气温上升为 1.4–5.8 °C；与此同时，极地生

态系统在夏季处于零上温度的频度与程度也将增

加[33–34]。如果对气候变暖趋势不加以遏制，本世

纪末将有一半左右的冻土消失[3]。大量研究表明，

冻 土 层 温 度 升 高 、 有 机 质 降 解 产 物 (如 乙 酸 和

H2/CO2)会提高产甲烷菌代谢活性，提升甲烷的排

放[34–36]。然而，目前大多数模型并没有考虑介导

甲烷循环的相关微生物对气候变暖的反馈作用，

因而未来冻土甲烷排放量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研究发现，考虑这些微生物作用的模型预测气候

变暖情景下冻土甲烷排放量(30–90 Tg/year)要远

大于其他模型(6–15 Tg/year)[37–38]。 

另一个让国际社会感到不安的是封存在冻土

中 的 巨 量 甲 烷 气 体 水 合 物 ( 约 500000 Tg 

CH4)——“可燃冰”。随着气候变暖的加剧，冻土

融化可能导致“可燃冰”中甲烷的释放。尽管部分

甲烷会被甲烷氧化微生物所利用，但消耗量还不

确定，“可燃冰”就像威力不断升级的“炸弹”影响着

地球气候系统[39–40]。 

1.4  海洋 

尽管海洋面积辽阔，但其甲烷排放量位于自

然排放源的中等水平，约 30 Tg/year[41]。这主要是

因为硫酸盐依赖的甲烷厌氧氧化过程能有效消耗

掉 90%以上海洋产生的甲烷[42]。当前，源自远海、

陆缘海与河口区域甲烷排放量分别约为 2、6 和   

2 Tg/year[41]。较高的初级生产力、源源不断的陆

源有机质输入以及直接来自于河流的甲烷输入，

使位于特殊位置的陆缘海与河口成为了海洋甲烷

排放的热点区域[43–44]。另一个重要的甲烷排放源

是来自于海底渗漏，如海底泥火山与碳氢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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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漏等，排放量约为 20 Tg/year[41]。 

尽管全球海洋表面的甲烷含量饱和，但大多

数产甲烷微生物在富氧的海洋表面水域是不能生

存的，产生了“海洋甲烷悖论”这一让人费解的现

象[45–46]。最近的研究发现了新型微生物及其代谢

机制，如一些海域微生物可通过好氧分解溶解性

有机质中膦酸酯组分产生大量的甲烷[47]，或者通

过参与的甲基化硫化合物代谢产甲烷[48]，这些均

有助于揭示海洋中甲烷的未知来源。可见，发现

微生物的代谢新途径以及新调控机制对于认识

海洋甲烷循环及其对全球碳平衡的作用是极为

重要的。 

气候变暖已显著升高了海洋水体温度，这不

仅可直接促进微生物的生长代谢，同时也进一步

提高微生物生长基质的有效性，但对产甲烷菌与

甲烷氧化菌两类微生物介导的甲烷生产和氧化相

关过程的净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在远

海[3,6,10]。在陆缘海与河口区域，由于地形地貌复

杂多样、水文动力过程复杂、陆海相互作用强烈、

人类活动干扰强度大等原因，认识气候变暖对于

这些区域甲烷排放及其微生物过程的影响同样面

临着巨大挑战[3,6,10]。 

如同其他水圈生态系统，位于高纬度的海洋

将经受到更为严重的气候变暖影响。海冰的存在

可以减少海水湍流和波浪的产生而限制气体交

换，也可以减少微生物生长基质的可利用性，是

高纬度海洋与大气间甲烷交换的重要屏障[49]。研

究发现，北冰洋海冰覆盖面积在近几十年来逐渐

减少，尤其是在夏季，这将促进北冰洋产甲烷菌

的活性以及甲烷排放的物理交换过程[50–51]。另一

方面，气候变暖导致的海冰减少将提高全球海平

面，这不仅将扩大近海微生物厌氧生境的面积，

而且通过增强对海岸带的侵蚀为相关甲烷代谢微

生物提供更为丰富的生长基质[52–53]，势必潜在改

变近海甲烷的排放格局。 

2  气候变暖背景下甲烷微生物与环

境因子间的互作关系 

由于参与甲烷代谢的微生物种类繁多，不同

类型微生物对气候变暖响应的方向与强度可能存

在不同。此外，气候变暖还会通过改变水圈水文、

植被等环境条件间接影响甲烷代谢微生物，人类

活动带来的多重影响也不可忽视。这些因素叠加

起来形成了气候变暖对甲烷代谢相关微生物群落

与功能的复杂调控作用。 

2.1  增温对产甲烷代谢途径的影响 

产甲烷菌主要分为乙酸发酵型、氢营养型和

甲基营养型三种类型。乙酸发酵型菌通过分解乙

酸，将乙酸的羧基氧化为二氧化碳，甲基还原为

甲烷；氢营养型菌利用氢气，将二氧化碳还原为

甲烷；甲基营养型菌利用甲基类化合物、甲胺类

化合物和甲基硫化合物等生产甲烷[54]。在大多数

水圈生态系统中几种代谢途径同时存在，但对环

境温度变化的响应存在不同，导致这些途径对甲

烷生产的贡献随温度变化而不同。一般来说，相

对于乙酸发酵型菌，温度的升高更加有利于氢营

养型菌，主要原因是氢营养型产甲烷菌可能比乙

酸发酵型具有更高的温度适宜性[34]，以及高温环

境促进了相关微生物发酵生产氢气[55]。此外，热

力学分析表明，温度升高条件下，乙酸的产甲烷

代谢过程更倾向于通过乙酸互营氧化菌和氢营养

型产甲烷古菌的耦联作用进行 [56–57]。虽然这种代

谢路径的变化主要存在于从低温向中等温度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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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过程中，但将给水圈甲烷生产带来显著的影  

响[58–59]。另外，甲基营养型菌在水圈生态系统中

也广泛分布[60]，以及还发现很多新的未培养古菌[61]，

但对于这些微生物响应环境温度变化的认识还十

分有限，有待更多的研究以期更为精准评估气候

变暖背景下的甲烷排放通量。 

2.2  增温对微生物甲烷生产与氧化的不均等性 

影响 

许多研究表明，增温不仅可提高微生物介导

的甲烷生产，同时也会增强微生物介导的甲烷好

氧与厌氧氧化作用[14–15]。目前，产甲烷过程和甲

烷氧化过程对增温的响应是否存在不均等性，以

及其相关调控机制均不清晰。一个重要的限制因

素是水圈生态系统的高度异质性。在英国泥炭沼

泽的研究发现，增温同时促进了微生物甲烷生产

与氧化，但随着温度的升高甲烷生产增长的强度

比甲烷氧化要大，甲烷氧化的消耗补偿作用将越

来越弱，导致该泥炭沼泽大量甲烷的排放[14]。然

而，在淡水系统中，高温情况下微生物甲烷氧化

功能可与甲烷生产功能平衡，甚至超过甲烷的生

产，这表明甲烷氧化对于调控甲烷净排放的作用

较之前可能被低估[62]。另一方面，底物有效性可

能是调控甲烷氧化强度的另一关键因子。例如，

Duc 等发现甲烷氧化的提高不是直接来自于增温

的直接促进作用，而是间接来自于产甲烷菌活性

增强后为甲烷氧化提供了充足底物[63]。此外，在

淡水系统中，含碳量丰富的细泥中甲烷氧化可随

增温而增强，而由于基质限制导致粗砂砾中甲烷

氧化对温度变化并不敏感[64]。 

2.3  水分条件对甲烷代谢微生物响应增温的影响 

淹水所产生的厌氧环境是甲烷产生的必要条

件，气候变暖可导致降雨量及其季节分配改变，

同时也可加剧土壤水分的蒸发，这均将影响地上/

下水位而间接改变水圈生态系统中甲烷排放及其

相关微生物过程[3, 7]。在芬兰泥炭地，研究人员分

别在湿润与干旱区域采用开顶式气室法研究增温

对产甲烷菌与甲烷氧化菌的影响，发现在干旱区

域，水分减少对参与甲烷代谢相关微生物的影响

强于增温，并可能抵消该区域微弱增温的影响。

此外，增温对于湿润区域的甲烷氧化菌及其功能

潜力没有显著影响，但在干旱区域减少了 Type I

类 b 型甲烷氧化菌[65]。事实上，对于不同类型水

圈系统，气候变暖导致的多因素相互作用对甲烷

排放影响还未能形成统一的认识。研究发现，增

温与干旱化提高了美国阿拉斯加沼泽中的甲烷排

放[66]，而在加拿大的沼泽却没有得到相同结论[67]。

另外，气候变暖伴随着的水位变化可能会通过其

他方式影响水圈甲烷排放及其相关微生物过程，

导致预测水圈甲烷排放十分困难，如在北美的泥

炭地发现增温与干旱化对参与甲烷循环微生物的

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孔隙水的化学成分与植物生

产力[68]。 

2.4  植被对甲烷代谢微生物响应增温的影响 

植物不仅通过通气组织为甲烷排放提供通

道，还通过地上/下凋落物与根系分泌物的形式为

甲烷循环相关微生物提供生长所需基质[69]。有证

据表明，增温对产甲烷速率的促进作用很大程度

上依赖于增温对植被生长的正效应。在美国弗罗

里达州的淡水系统，增温对产甲烷速率的促进强

度与土壤中植物源的木质纤维素含量相关[70]。在

英国的泥炭沼泽，泥炭藓的存在促进了增温对甲

烷氧化菌的生长，从而消耗掉了大部分产生的甲

烷，对于限制该区域甲烷排放起到重要的平衡作

用[14]。另一方面，植被群落组成的不同会影响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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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基质的质量与数量，从而影响气候变暖背景下

水圈甲烷的排放。在美国阿拉斯加州，通过对 25

处不同植被类型的湿地研究发现，当泥炭藓向维

管植物演变后产甲烷代谢途径发生了转变，促进

了甲烷排放。这一结果表明，未来气候变暖将促

进这些区域维管植物的生长与分布，从而可能导

致高纬度湿地甲烷排放的增加[71]。在中国的若尔

盖湿地也有类似发现，尽管增温与甲烷排放息息

相关，但温度对于产甲烷代谢的影响主要源于植

被类型[72]。 

2.5  富营养化对甲烷代谢微生物响应增温的影响 

水圈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也是受人

类活动影响最为严重的生态系统之一。化石燃料

的燃烧和氮肥的广泛使用加速了活性营养盐的排

放，并通过水体径流输运、大气沉降等方式进入

各类水圈生态系统，使水圈生态系统逐步由生产

力水平较低的贫营养状态向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富

营养状态转变[73–74]。由于甲烷氧化与氨氧化的代

谢通路非常相似，且甲烷与铵离子的分子结构类

似，因此外源氮的输入可能会抑制甲烷氧化[75]。

此外，富营养化可通过提高水体中基质的可利用

性以及降低水体含氧量，从而影响微生物介导的

甲烷排放。通过对来自于 10 个不同纬度的湖泊沉

积物与水体研究发现，富营养化均不同程度的增

强了这些湖泊甲烷排放对温度的敏感性[76]。模型

分析进一步表明，湖泊水体增加 2 °C 情况下富营

养湖泊的甲烷排放将增加 101%–183%，而贫营养

湖泊的甲烷排放仅增加 47%–56%[76]。另一项研究

表明，营养盐对于甲烷排放的限制作用随着温度

的升高而增强[77]。在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双重

驱动下，富营养化的影响范围将不断扩大，从过

去主要集中于温带大型浅水湖泊逐渐扩展到寒冷

地区的湖泊[78–79]，这势必将增强富营养化对水圈中

甲烷排放及其相关微生物过程响应增温的影响。 

3  总结和展望 

气候变暖正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成为当今人类社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水圈生

态系统既是全球最为重要的碳汇之一，也是全球

最为重要的甲烷自然排放源，深入开展研究气候

变暖与水圈碳循环的相互作用是生态学、地学与

微生物学等相关学科的核心研究内容之一，当前

正处在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时期。阐明气候变暖

背景下水圈甲烷排放格局及其相关微生物调控机

制，是理解水圈调控全球气候系统中的关键，也

将为未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寻求高效发挥水圈

碳汇潜力的技术方法提供基础理论支撑。 

近年来，新的研究方法、技术与研究体系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促进了水圈相关研究的快速发

展，但还有很多基础科学问题未解决。从某种意

义上说，气候变暖下对水圈微生物介导甲烷排放

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例如，参与甲烷代谢的

微生物到底存在多少种、目前发现的新型微生物

在生态系统层面上到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等基本

问题尚无法明确回答，未来还将面临着巨大的挑

战，尤其如下几个方面在未来有待深入的研究。 

3.1  结合微观机制与宏观过程开展研究 

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极大促进了对

参与甲烷排放相关微生物的种类、遗传背景、生

理与代谢机制等的认识，但是目前大多停留在描

述实验室样品中这些微生物的基础生物学特性

层面，对于这些微生物尤其是新型微生物的地理分

布格局及其形成机制、生态系统功能与贡献、受多

环境因子的协同调控机制等亟待加强深入研究。 



1828 Ming Nie | Acta Microbiologica Sinica, 2020, 60(9) 

actamicro@im.ac.cn 

3.2  基于生态系统复杂性和气候变暖长期性开展

研究 

气候变暖同时通过直接与间接作用调控甲烷

排放及其相关微生物过程，此外水圈生态系统也

面临着来自于富营养化、土地利用方式、生物入

侵等诸多全球变化问题的影响，而这些多重影响

往往具有长期效应且随时间在作用方式与程度上

可能发生变异。这需要通过设计精确的野外控制

实验或者长期有效的实地跟踪调查等方式而进行

科学研究。 

3.3  加强对薄弱区的研究 

以往与甲烷排放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湿地

与冻土生态系统，而这一研究在海洋生态系统中

相对薄弱，尤其远海与深海区域，其根本原因是

受地理位置限制所致。尽管如此，海洋生态系统

甲烷排放在调控全球气候变化中的重要性不容忽

视，未来研究亟需在更为广阔的海洋生态系统中

开展全面长期的研究，尽快阐明这些区域包括甲

烷在内的碳循环及对气候反馈的微生物学机制与

生态效应，为地球气候生态系统模型的准确预测

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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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spheric methane emission and its microbiological 
mechanisms under climate warming 

Ming Nie* 
Key Laboratory for Biodiversity Science and Ecological Engineering,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astal Ecosystems Research 
St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Climate warming caused by the increase in atmospheric greenhouse gas concentration has brought 

serious impact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The hydrospheric ecosystem is not only one of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carbon sinks, but also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natural sources of methane emissions.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of hydrospheric methane emission and related microbial mechanisms under climate 

warming is important to reveal the future trend of the earth’s climate system and predict potential scenarios of 

future global change. Additionally, it will provide basic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how to effectively utilize the 

potential of the carbon sink in the hydrosphere, in order to better respond to global climate change issues. In this 

paper, we review the status and trend of microbial-mediated methane emissions of the main hydrospheric 

ecosystems under climate warming, and introduce the complex regulatory effects of climate warming on microbial 

communities and functions related to methane metabolisms. In view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it is urgent to 

carry out related researches based on the complexity of ecosystems and the long-term nature of climate warming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micro-mechanisms and macro-processes. Meanwhile, it is suggested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es in relatively weak areas such as the oc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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